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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采用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 DESTA的双边贸易协定数据库和 ADBＧMRIO 投入产出表数据库,构建自

由贸易协定网络的中心度和结构洞指标,实证检验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发

现,一国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中心度和结构洞均显著提升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在经过替换估计模型和核心

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成立.异质性检验表明,签署第二代贸易协定有助于从自由贸易协定网络的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效应中获得较多收益,发展中国家、服务业从其中获得较少收益.自由贸易协定网络

通过技术扩散和制度改善促进了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本文研究结论为助推中国参与自由贸易协

定网络、探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路径提供了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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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开始盛行,为了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各国通过缔结区域贸易协定来提升

对外开放水平[１].区域贸易协定的兴起促使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呈现网络化发展趋势,且逐渐演变

为全球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每个国家都无法从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中独立出来.由此,网络因

素对评估自由贸易协定的全球价值链(GlobalValueChain,GVC)分工效应具有重要作用.世界贸易

组织统计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２１年,全球范围内的区域贸易协定达５６８个,其中处于实施状态的区域贸

易协定达３５０个.区域贸易协定蓬勃发展的背后,显示出当前自由贸易协定网络的复杂.传统的自

由贸易协定研究忽略了这种相互重叠和依存的复杂性,而自由贸易协定网络通过重塑节点国家的网

络地位,能够更深入地影响 GVC分工地位.同时,十四五规划和党的二十大报告均明确提出要“构
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那么,系统研究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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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对于中国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促进价值链升级和经济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外学者对区域贸易协定网络的经济效应展开了深入探讨.在理论分析方面,Peter和

Donald认为贸易协定网络中心国家面临的不同原产地规则会产生额外的成本,故中心国家的出口贸

易可能受到负面影响[２].在实证分析方面,Lee等研究发现重叠性或者扩散性的区域贸易协定显著

降低了贸易创造效应[３].韩剑和许亚云通过分析亚太地区贸易协定的分布特征,实证发现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整合了参与国已签署的多个区域贸易协定,有利于扩大参与国的出口贸易,且促进

大部分参与国的经济增长[４].陈紫若等构建了贸易协定网络的中心性和传递性指标,研究发现贸易

协定网络提升了国际创新水平,且贸易协定网络的中心性对国际创新的正面影响大于传递性带来的

负面影响[５].王博等通过构建局部层面的贸易协定网络中心地位指标,研究发现贸易协定网络中心

地位有助于国内增加值出口的提升[６].刘慧和綦建红以中国企业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中国企业嵌入

贸易协定网络的位置指标,研究发现贸易协定网络嵌入有助于中国企业创新,且这一促进作用通过技

术扩散、扩大贸易规模、加强竞争激励三条渠道实现[７].可以发现,上述研究分别从贸易创造、国内增

加值出口和创新等方面探讨了区域贸易协定网络的经济效应,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本文在上述

研究的基础上,侧重于采用中心度和结构洞指标来衡量一国在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中的地位,以检验其

对 GVC分工地位的影响.
具体地,本文从复杂社会网络视角出发,利用 DESTA 数据库中的贸易协定数据,测算自由贸易

协定网络中心度和结构洞指标,检验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机制和差异

性,以期从复杂社会网络视角挖掘一国 GVC分工地位提升的路径,助推中国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

位.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第一,根据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对全球价值链

分工地位的影响,弥补双边分析的局限性.本文将国家设置为网络节点、国家间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

设置为网络边界,构建自由贸易协定网络,拓展了自由贸易协定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相关研

究.第二,本文从技术扩散和制度改善视角探究了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机制,为深化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对 GVC分工地位的影响提供了可能的路径支持.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随着垂直分工模式的不断深化,各国之间的竞争逐渐由产业竞争向 GVC竞争转变,因此参与

GVC分工并进行 GVC竞争对国家经济转型升级至关重要.自由贸易协定网络的构建与 GVC分工

紧密相连,也是 GVC竞争的重要体现.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中的节点国家相互影响并相互依赖,任何

一个节点国家都无法脱离自由贸易协定网络.除了受到自身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影响,一国还会受

到其他国家之间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影响,从而产生“第三方效应”[８].
中心度用于对网络中个体权利的量化分析,描绘了网络中节点国家与其他节点联系的程

度[９].一国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中心度越高,表明其自由贸易协定伙伴国越多,市场信息资源占

有量越高,其能建立较紧密的连接关系,从而有助于一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一方面,只有

签订自由贸易协定高标准框架,才有助于成员国之间进行技术交流,并减少成员国内部的制度风

险,为一国参与 GVC分工提供有力支撑.根据现有文献,自由贸易协定中的竞争政策、服务贸易、
电子商务和投资等条款,能够促进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和资本流动,带动技术快速进步,推动市

场资源配置优化升级,有助于成员国 GVC分工地位的提升[１０].另外,争端解决机制等条款为成员

国的贸易争议提供了调解方式;标准化的合同保障措施,提高了自由贸易协定缔约国之间达成贸

易协议的可能性,从而促进了生产工序的细化和国际分工的复杂化.另一方面,一国签署的自由贸

易协定越多,该国在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中的辐射越强,其制度改善和监管机制改革的压力越大,有助

于该国在网络中建立广泛的贸易联系,推动该国更好地融入 GVC并进一步提升 GVC分工地位.据

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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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１:自由贸易协定网络的中心度越高,越有助于一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
结构洞是一国控制网络中市场资源和信息技术传递能力的体现[９].事实上,自由贸易协定网络

盘根错节,分布不均匀且存在大量子网络.部分节点国家靠近核心位置,连接大部分子网络伙伴国且

接触到全球不同类型的国家,进而不同程度地获取这些国家的优势资源,从而成为子网络伙伴国实现

信息和知识自由流通的关键枢纽[１１].一方面,靠近核心位置的节点国家能够有效建立广泛和稳定的

供应链和产业链网络,这有助于缓解信息资源匮乏并突破市场资源限制,形成网络化竞争优势,从而

促进其更好地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自由贸易协定网络错综复杂,靠近核心位置

的节点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发展格局趋向多极化.节点国家的贸易和投资金额分散在不同区域内的国

家,有助于降低贸易和投资风险,削减其对欧盟、美国等核心节点国家的依赖,实现与大部分节点国家

市场资源的直接对接,丰富差异性技术信息资源,增加该国自主研发水平[１２],提升其全球价值链分工

地位.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２:自由贸易协定网络的结构洞越高,越有助于一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
(二)自由贸易协定网络、技术扩散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中的所有节点国家并非拥有同等的技术水平和影响力.核心节点国家拥有较

强的信息获取和消化能力[１３],因此可以通过改善网络位置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自由贸易协定

网络代表了全球信息和技术资源的流动方向,促进了参与国之间的知识扩散,使核心节点国家能够通

过自由贸易协定网络获取差异化知识并提升创新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创新已成为各国在 GVC中

形成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条款一般只注重解决贸易壁垒等边境制度问题,现
有自由贸易协定条款则涉及参与国的边境后壁垒问题,如创新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等,这些国内规制

促进了参与国进一步对外开放,为参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技术扩散提供了支撑.自由贸易协定网

络促进了参与国之间的贸易流动,网络中发达国家的企业在具备廉价劳动力要素和自然资源优势的

发展中国家建立制造业基地,该技术外溢可以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和技术革新,并加速其产

业转型升级.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为了牢牢把握 GVC主导权,并阻断发展中国家向 GVC高端环节

攀升,不得不加速知识的更新换代,以构建以发达国家为主的价值链分工机制.根据现有文献,自由

贸易协定网络的知识产权条款推动了发展中国家对先进技术的需求上升,提升了发达国家的技术创

新收益[１４],增加了各国利用信息和技术资源获利的空间,从而有利于各国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综上,当一国自由贸易协定网络的中心度或者结构洞上升时,其获得的差异性信息和技术资源不断增

加,这些优势资源的增加能够提升一国创新效率和技术研发水平,从而推动一国 GVC分工地位的提

升.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３:自由贸易协定网络通过加速技术扩散促进了一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
(三)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制度改善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作为一国融入国际市场并参与全球分工的工具,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可以通过制度改善提升一国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自由贸易协定对签署国之间的贸易、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做出了全面、
详细的制度规定,促进了签署国的国内制度与贸易协定的制度规则保持一致,从而降低参与国的国际

贸易和投资的不确定性,促进生产工序的细化和国际分工的深化,推动其国内制度改善.首先,自由

贸易协定网络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突破其国内制度的局限性,为发展中国家更好地融入 GVC创造

有利条件.最大限度地减少非关税等制度性壁垒是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关键目标,在发展中国家治

理能力相对低下的国际环境中,签署区域贸易协定可以提升贸易规则执行质量,完善监管并减少协调

成本.同时,为了遵守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具有法律效应的全球化制度规定,发展中国家面临较大的制

度改革压力,为了保证跨国公司外包活动的有序进行,发展中国家普遍会改善自身制度.邓富华和霍

伟东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１５],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可以消除贸易壁垒,对发展中国家起着弥补制度缺

陷的作用.其次,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可以推动发达国家较好地执行争端解决机制等条款,建立公平的

国际竞争环境,从而进一步增强其 GVC主导权.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为发达国家主导的跨国公司提

５２１



供了资本市场支持和高效的信息来源,增加了贸易和投资等协议达成的概率,进而有助于其全球价值

链分工地位提升.综上,当一国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中心度或者结构洞上升时,其优势资源的增加可

以改善制度,推动一国 GVC分工地位提升.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４:自由贸易协定网络通过促进制度改善提升了一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三、自由贸易协定网络特征及事实分析

(一)自由贸易协定网络构建

为了考察自由贸易协定网络的特征,本文根据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究自由贸易协定网络的整体

格局.其中,国家或者地区为网络节点,国家或者地区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关系为网络边界.向量

Vk＝[v１,v２,v３,􀆺,vn]表示起始节点,向量 Vi＝[v１,v２,v３,􀆺,vn]表示目的节点,邻接矩阵 A＝[aki]
表示国家或者地区之间是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如果国家或者地区k与i之间存在自由贸易协定关

系,设置aki＝１,反之aki＝０.以上 Vk﹑ Vi﹑ A组成了全球自由贸易协定有向网络.网络中心度和

结构洞分别基于自我层面和全局层面来识别网络关系,可以全面衡量一国的网络地位,因此本文选择

中心度和结构洞指标评估一国的网络地位重要性.

１．网络中心度(Degree).网络中心度衡量网络中节点国家与其他节点联系的程度,体现一国在

全球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中的战略地位.根据Freeman的研究思路[１６],点度数是指与该国家或地区签

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或者地区数量,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中的位置,体现一

国或地区对外开放的广度.借鉴钟祖昌等的研究方法[１７],采用点度数来衡量一国或地区的网络中心

度.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Degreek＝
Dk

N １＝∑N
i＝１aki/(N １) (１)

式(１)中,Degree表示网络中心度.Dk表示网络节点国家或者地区k与其他网络节点签署自由

贸易协定的节点总数.N代表网络中的节点数量.aki代表国家或者地区k与i之间是否存在自由贸

易协定关系,若存在,设置aki＝１;反之,aki＝０.

２．网络结构洞(Str_hole).结构洞衡量网络中一个国家或地区充当中间人的程度,体现一个国家

或地区传递多样化信息和有效资源的能力.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全球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中越接近中心

或者中间人位置,越会提升自身比较优势,该国或地区对全球资源和多样化信息传递的控制能力越

强.借鉴Barrat等的研究方法[１８],结构洞的计算公式如下:

Str_holek＝
１

Dk(Dk １)∑i,jakiakjaij (２)

式(２)中,Str_hole表示结构洞.i、j、k分别表示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中的节点国家或者地区,k为

网络节点国家或者地区的中间人.
(二)事实性分析

为了解不同国家在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中的个体特征,本部分利用 UCINET软件绘制了部分国家

２０１９年自由贸易协定的网络结构图.图１中方形节点代表国家,方形符号越大代表该国签订自由贸

易协定的数量越多,在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中的地位越高.可以看出,欧盟、美国、日本、中国、新加坡等

国家或者地区在网络中占据重要位置,且这些经济体大部分都是发达经济体,表明发达经济体在自由

贸易协定网络中占据比较优势.
图２绘制了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９年自由贸易协定网络的中心度和结构洞排名前２０位的国家情况.

虚线表示４５度线,虚线上方表示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网络中心度或者结构洞实现了上升;虚线下方表示

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网络中心度或者结构洞下降.从网络中心度指标来看,法国、德国、中国、新加坡、葡萄

牙等国的网络中心度实现了上升,表明这些国家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数量有所增加;而美国、英国、意
大利等国家的网络中心度则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降,但降幅有限.从网络结构洞指标来看,部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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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洞指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升,其中德国、法国、中国等国家在结构洞指标方面占据绝对优势.
另外,中国结构洞指标增势强劲,表明中国在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中的资源传递控制能力进步较快.

图１　２０１９年自由贸易协定的网络结构

图２　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中心度和结构洞排名前２０位的国家情况(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９年)

四、研究设计

本文主要研究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对全球 GVC分工地位的影响,借鉴刘慧和綦建红的研究设

定[７],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GVCkht＝β０＋β１Degreekt Str_holekt( ) ＋β２Zkt＋λk＋μh＋ηt＋εkht (３)
式(３)中,下标k、h和t分别代表国家(地区)、行业和年份.GVCkht表示k国(地区)h行业第t年

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Degreekt和Str_holekt分别表示k国(地区)第t年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中心

度和结构洞.Z表示影响全球 GVC分工地位的控制变量集合.λk、μh、ηt分别代表国家(地区)、行业

和年份固定效应,εkht表示随机误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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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解释变量

本文采用koopman等提出的 GVC分工地位指数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１９],并
采用 Wang等提出的前向参与度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２０].根据koopman等的研究[１９],GVC分工地

位的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GVCkht＝ln１＋
IVkht

Ekht

æ

è
ç

ö

ø
÷ ln１＋

FVkht

Ekht

æ

è
ç

ö

ø
÷ (４)

式(４)中,GVCkht表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IVkht表示k国h行业于t年出口到其他国家后再次

加工并出口至第三国的国内增值部分,FVkht表示k国h行业于t年出口的国外增值部分,Ekht表示k
国h行业于t年的出口额.根据该计算方法,k国h行业的出口中,间接出口的本国增值部分占比越

高,国外增值部分占比越低,k国h行业的 GVC分工地位越高.
(二)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以下四个控制变量来控制国家或者地区随时间变化的影响:(１)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college),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体现一国的人力资本水平.钟祖昌等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对知识产出有

积极影响[１７],从而促进 GVC分工地位的提升.(２)GDP增长率(gdprate),借鉴吕越和尉亚宁的研

究[２１],采用GDP增长率来刻画一国的宏观经济情况.(３)城镇化率(citizen),采用城镇人口与总人口

之比来刻画一国的城镇化水平.吕越等研究表明一国城镇化率越高,越有可能参与国际分工[２２].
(４)工业增加值规模(lnmanu).根据规模经济理论,一国工业增加值规模越大,在贸易分工中越具有

比较优势,从而对 GVC分工有积极影响.
(三)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DesginofTradeAgreements(DESTA)提供的双边贸易协定数据,构建全球自由贸易

协定网络矩阵.此外,根据 ADBＧMRIO投入产出表数据库,测算６０个国家或者地区３５个行业的全

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世界发展指数(WDI)数据库.最终,本文得到２００７—

２０１９年６０个国家或者地区３５个行业的样本观测值.

五、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１汇报了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可以发现,网络中心度和结构洞

均在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一国的网络中心度和结构洞提高,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随之提

升,验证了假设１和假设２.一国的网络中心度越高,与该国存在自由贸易协定关系的国家或者地区

数量也就越多,说明其在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中处于重要地位,有助于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产业链和供

应链,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考虑到一国的网络位置与其全球资源传递能力正相关[１１],
一国网络结构洞指标越高,接触到的技术和信息资源越丰富,从而降低对某个特定国家或者地区的技

术和信息依赖,促进该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从控制变量来看,高等教育入学率、城镇化率、工业增加值规模的系数至少在１０％的水平上通过

显著性检验,说明一国的教育水平、城镇化率或者工业增加值规模提升,有助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提升.GDP增长率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发达国家的 GDP增

长率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２２],但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起主导作用,而大部分发展中国

家面临低端锁定困局.
(二)稳健性检验

１．替换估计模型.上文基准回归将被解释变量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视为连续变量,考虑到全球

价值链分工地位取值范围在０和１之间,本文采用 Tob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结果见表２第

(１)列和第(２)列.网络中心度和结构洞的估计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一国的网络中心度和结

构洞越高,其在全球贸易中的影响力越大,接触到的技术和信息资源越丰富,全球价值链地位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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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网络中心度

(１) (２)

网络结构洞

(３) (４)

Degree
０．０３１６∗∗ ０．０３５８∗∗

(０．０１６１) (０．０１７３)

Str_hole
０．０２５５∗∗ ０．０３４５∗∗

(０．０１２９) (０．０１５７)

college
０．０４３３∗ ０．０４７４∗

(０．０２５７) (０．０２５９)

gdprate
０．０７０４∗∗∗ ０．０７２０∗∗∗

(０．０１５９) (０．０１５９)

citizen
０．０１４３∗∗∗ ０．０１４４∗∗∗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０３８)

lnmanu
０．０１０９∗∗∗ ０．０１０９∗∗∗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０３９)

常数项
０．１５１∗∗∗ ０．３８７∗∗∗ ０．１４９∗∗∗ ０．３８４∗∗∗

(０．０１５３) (０．０６４５) (０．０１６６) (０．０６４７)

国家/行业/年份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２７３００ ２７３００ ２７３００ ２７３００
R２ ０．１１９ ０．１２０ ０．１１９ ０．１２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表２ 稳健性检验:替换估计模型和解释变量

替换估计模型

(１) (２)

替换解释变量

(３)

Degree
０．０３７６∗∗

(０．０１７６)

Str_hole
０．０３４６∗

(０．０２０８)

Hub
０．０２５１∗∗∗

(０．００８１)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国家/行业/年份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２７３００ ２７３００ ２７３００
R２ — — ０．１６２

　　２．替换解释变量.考虑到自由贸易协定签订数量快速增加,不少国家或者地区为了在网络中占

据优势位置而缔结重叠性自由贸易协定,使网络地位的判断变得更加困难.为了进一步提高自由贸

易协定网络指标对 GVC分工的解释力,本文采用替换解释变量的形式进行稳健性检验.根据Park
和 Kim 的研究[２３],嵌入自由贸易协定“邻居网络”可以有效展示节点国家在网络中的影响,基于局部

层面测算的特征向量中心性(Hub)既关注节点国家的重要性,也关注与该节点国家直接关联的邻居

重要性,可以很好地衡量节点国家在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中的地位,因此本文采用特征向量中心性

(Hub)作为替代变量.协定参与国vi的重要性定义如下:

vi＝
１
λ

æ

è
ççai１v１＋ai２v２＋．．
􀮣 􀮥􀮤􀪁􀪁􀪁 􀪁􀪁􀪁

邻居重要性

．＋ aiivi
︷

自身重要性

＋ai,i＋１vi＋１＋􀆺＋ainvn
􀮣 􀮥􀮤􀪁􀪁􀪁􀪁 􀪁􀪁􀪁􀪁

邻居重要性
ö

ø
÷÷ (５)

式(５)中,aij是 A的第i行、第j列元素.A 是具有国家集 V 和边缘集 E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

A＝(V,E),V＝{v１,v２,􀆺,vn},E⊆V×V.如果国家或者地区i和j签订d级深度的自由贸易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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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j＝d;如果没有签订自由贸易协定,aij＝０.其中,自由贸易协定深度是根据协定中包含的条款数量

来衡量的.我们可以使用邻接矩阵 A和中心性得分向量c重写式(５):

λc＝Ac (６)
式(６)中,c是对应于特征值λ的 A 的特征向量.考虑到 A 是非负的,PerronＧFrobenius定理保

证λ是最大的特征值① ,c是其唯一的对应特征向量,包含每个节点的特征向量中心性得分.替换核

心解释变量后,具体回归结果见表２第(３)列.可以发现,特征向量中心性的估计系数在１％的水平

上通过显著性检验,意味着自由贸易协定网络有助于一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

３．替换被解释变量.为了确保基准回归的稳健性,选择 Wang等采用的生产链长度指标来定义

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标[２０],具体测算公式如下:

GVC_PLkh＝
y
v＝

V̂BBŶ

V̂BŶ
(７)

式(７)中,GVC_PLkh代表k国(地区)h行业的生产链长度,v表示行业增加值,y表示总产出,B

代表里昂惕夫逆矩阵,Y代表最终产品列向量,V̂代表直接增加值系数向量.式(７)反映了增加值被

计算为总产出的次数,即从初始投入到最终消费的行业平均生产阶段数.增加值被计算为总产出的

次数越多,生产链就越长,一国参与全球分工的程度越高.因此生产链长度指标与koopman等提出

的GVC分工地位指数具有可比性.另外,根据产品生产过程中跨境次数的不同,GVC_PL可分为简

单 GVC(GVC_PL_S)与复杂 GVC(GVC_PL_C).简单 GVC的中间品贸易仅出现一次跨境生产活

动,复杂 GVC的中间品贸易至少出现两次跨境生产活动.计算公式如下:

GVC_PL_S＝
V̂LAFLLBŶD

V̂LAFBY
(８)

GVC_PL_C＝
V̂LAF BBŶLLŶD( )

V̂LAFBY
(９)

式(８)(９)中,L代表国内里昂惕夫逆矩阵,B等于(１－A)－１,ŶD 代表国内最终消费列向量.根

据表３第(１)列和第(２)列可知,网络中心度与结构洞估计系数的显著性和符号与基准回归相差不大,
意味着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将生产链长度指标拆分为简单 GVC(GVC_

PL_S)与复杂 GVC(GVC_PL_C),以检验网络中心度与结构洞对 GVC分工地位是否产生不同影响.
根据表３第(３)~(６)列可知,无论是简单 GVC指标还是复杂 GVC指标,网络中心度与结构洞均对

一国的全球 GVC分工地位产生了促进作用.
　表３ 稳健性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GVC_PL GVC_PL GVC_PL_S GVC_PL_S GVC_PL_C GVC_PL_C

Degree
０．０７８５∗ ０．０７０７∗ ０．０７４６∗

(０．０４５４) (０．０４０９) (０．０４３２)

Str_hole
０．０２２０∗∗∗ ０．０１９８∗∗∗ ０．０２０９∗∗∗

(０．００４６)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０４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国家/行业/年份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２７３００ ２７３００ ２７３００ ２７３００ ２７３００ ２７３００
R２ ０．１６４ ０．１６５ ０．１６４ ０．１６５ ０．１６４ ０．１６５

　　４．内生性检验.一般情况下,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是内生性问题的主要来源.具体到本文,首
先,GVC分工地位较高的国家,自身也积极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更愿意选择与自由贸易协定网络

中的核心国家进行产品贸易和产业转移.为了避免此类由于反向因果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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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越等的研究方法[２２],将除自身以外其他国家的网络中心度和结构洞均值的滞后两期设置为工具变

量.除去该国家的均值滞后两期不会影响该国家的网络中心度和结构洞指标,符合外生性要求;协定

缔结国与第三方签署协议越多时,该协定的其他缔结国也倾向于与第三方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因此协

定缔结国的网络中心度和结构洞与其他国家保持同步性,符合相关性要求.两阶段(２SLS)回归结果

见表４第(１)~(２)列.可以发现,网络中心度和结构洞显著促进了 GVC分工地位提高.
其次,由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也需要引起重视.上文一系列分析已控制了国家、年份和行

业固定效应,但可能会遗漏某些国家—年份层面、国家—行业层面、行业—年份层面难以观测的变量.
基于此,表４第(３)~(４)列加入国家—年份、国家—行业、行业—年份联合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显示基

准结论是稳健的.另外,参考许亚云等的研究方法[２４],将核心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设置为工具变量,
回归结果见表４第(５)~(６)列.可以发现,研究结论仍然稳健.另外,对于工具变量的检验,表４中

所有的识别不足检验与弱识别检验均拒绝了原假设,第一阶段F统计量也远大于１０,意味着工具变

量的选取是有效的.综上,网络中心度与结构洞对一国的全球 GVC分工地位依旧起到促进作用.
　表４ 稳健性检验:内生性问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Degree
０．０３６１∗∗ ０．０３３９∗∗ ０．０４２７∗∗

(０．０１４９) (０．０１７１) (０．０２１１)

Str_hole
０．０１８４∗∗ ０．０３１８∗∗ ０．０４０１∗∗

(０．００７７) (０．０１３１) (０．０１９７)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国家/行业/年份固定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国家－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国家－行业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识别不足检验 ４．４e＋０４∗∗∗ ２．４e＋０４∗∗∗ １１０．８∗∗∗ １３１．７∗∗∗ １２０．６∗∗∗ ８３．１∗∗∗

弱识别检验 １．９e＋０４∗∗∗ １．４e＋０３∗∗∗ ８１．２∗∗∗ ７４．５４１∗∗∗ ９８．５∗∗∗ ５５．６∗∗∗

第一阶段F统计量 ５９０．１５ １０１２．６９ ６５８．２８ ８１４．３８ ９１５．８３ １０３５．４９
观测值 １８１３３ １８１３３ １８１３３ １８１３３ ２０１９５ ２０１９５
R２ ０．１５４ ０．１８４ ０．１２８ ０．１７４ ０．１３９ ０．１９６

　　(三)异质性检验

为深入研究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中心度与结构洞对一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差异性影响,本文

进一步从自由贸易协定代际划分、经济发展程度和行业等三个角度进行异质性检验.

１．区分贸易协定代际划分.根据 Horn等对自由贸易协定的划分[２５],可以分为“WTO＋”(第一

代贸易协定)和“WTO—X”(第二代贸易协定).“WTO＋”是指在现有 WTO 框架中已涵盖的领域

进行深化的条款,如反倾销反补贴、工业品关税和农业税等１４项条款.“WTO—X”是指超出现行

WTO框架中的条款,如资本流动、竞争政策、知识产权和投资等３８项条款.这些条款为国家参与

GVC并实现链条升级提供了遵循规则.相比“WTO＋”,“WTO—X”对参与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产

生更强的贸易和投资影响[２６].基于此,本文将样本是否签订含有“WTO—X”的自由贸易协定为标

准,当签订的协定包含“WTO—X”时,将代际变量设置为１,反之为０,具体回归结果见表５第(１)~
(２)列.可以发现,当签订包含“WTO—X”的自由贸易协定时,网络中心度和结构洞的估计系数在

５％的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是,“WTO＋”主要涵盖反倾销、出口税、关税削减和海关管

理等领域,而“WTO—X”更多的涉及知识产权、研发合作、资本流动、跨国投资等边境后措施的条款,
这有助于一国的技术扩散和制度改善,从而可以有效促进一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

２．区分经济发展程度.本文根据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来衡量经济发展程度,若人类发展

指数高于０．９,则设置为发达国家,并将虚拟变量取值为１;反之,则设置为发展中国家且取值为０.回

归结果见表５第(３)~(４)列.可以发现,发达国家的网络中心度与结构洞在５％的水平上通过了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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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性检验,表明网络中心地位对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究其原因,发达

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往往占据高附加值环节阶段,从而掌握核心规则标准并对发展中国家形成

技术壁垒[２７].发展中国家加入发达国家主导的 GVC时,往往聚集在 GVC的低附加值环节,从而陷

入 GVC低端困境.同时,关键零部件、设计研发等核心环节仍由发达国家占据,原材料资源、劳动力

要素是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在组织分工时面对的重要问题,其将代工生产环节或者非核心环节转移到

欠发达国家可以有效降低生产成本[２８],因此网络中心度与结构洞对发达国家 GVC分工地位提升的

促进作用更大.

３．区分行业② .为了进一步分析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对不同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本
文将第１~２号部门、第３~１６号部门分别划分为初级产业和制造业,将行业变量设置为１;第１７~３５
号部门划分为服务业,行业变量设置为０.回归结果见表５第(５)~(６)列,可以发现,网络中心度与

结构洞对初级产业和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产生更大的影响.究其原因,根据刘斌和赵晓斐

的研究[２９],各国之间存在的服务贸易壁垒降低了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因此服务业难以与初级产业

和制造业一样在空间维度上进行市场化协作.初级产业和制造业跨国公司更易于在全球范围内进行

价值链分工,因此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对初级产业和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效应更大.
　表５ 异质性分析

代际划分

(１) (２)

经济发展程度

(３) (４)

行业分布

(５) (６)

Degree×代际变量
０．０３８２∗∗

(０．０１７５)

Str_hole×代际变量
０．０３０６∗∗

(０．０１５４)

Degree×虚拟变量
０．０２８１∗∗

(０．０１１２)

Str_hole×虚拟变量
０．０２１５∗∗

(０．０１０８)

Degree×行业变量
０．０７２８∗∗

(０．０２９１)

Str_hole×行业变量
０．０５３９∗∗

(０．０２２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国家/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２７３００ ２７３００ ２７３００ ２７３００ ２７３００ ２７３００
R２ ０．１２０ ０．１０８ ０．１１７ ０．１２５ ０．１２８ ０．１６３

六、机制分析

本文尝试构造机制检验模型(１０),对理论分析提出的技术扩散和制度改善两个可能机制进行验

证,考察核心解释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若式(１０)中的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
则可判断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促进 GVC分工的两个可能机制是具有合理性的.

Mkht＝ρ０＋ρ１Degreekt Str_holekt( ) ＋ρ２Zkt＋λk＋μh＋ηt＋εkht (１０)
式(１０)中,M 表示中介变量技术扩散和制度改善,其他符号的含义与基准模型一致.
(一)技术扩散

根据世界发展指数(WDI)数据库,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出口占总出口之比可以较好地衡量技术

的普及程度,本文采用技术前沿国与样本国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出口百分比之差来刻画技术扩散.
回归结果见表６.当将美国作为技术前沿时,表６第(１)~(２)列证实网络中心度和结构洞降低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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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促进了技术扩散.当将德国作为技术前沿时,表６第(３)~(４)列估计系数的符号

与显著性与第(１)~(２)列相差不大,表明无论采用哪种中介变量,自由贸易协定网络的技术扩散机制都

存在.
从价值链分工角度来看,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中心地位是促进产业分工体系稳健运行的重要推动

力,也是促进价值链分工不断细化的本质要求.自由贸易协定推动参与国进行知识信息、技术资源的

互换和共享[７],促进了技术从前沿国家向非前沿国家扩散.一方面,非技术前沿国家通过获取技术外

溢,促进劳动效率和生产率改善,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突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壁垒和“卡脖子”
技术难题[３０],从而更好地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进而破解低附加值环节锁

定困局.另一方面,技术前沿国家利用东道国丰富的原材料和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将非核心的生产环

节转移至东道国,从而专注对先进制造、关键零部件等高端技术的研发,牢牢掌握核心技术的主导权

和规则标准制定权,进而维护现有的价值链治理模式并强化全球价值链主导权.因此,自由贸易协定

网络通过促进技术扩散可以有效提升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验证了假设３.
(二)制度改善

根据陈紫若等的研究[５],采用政府治理水平来表征国家的制度改善情况.国家或者地区的政府

治理水平数据来源于全球治理指数(WGI)数据库.回归结果见表６第(５)~(６)列,可以发现,网络中

心度和结构洞可以促进国家的制度环境改善.
　表６ 机制分析

技术扩散(美国)

(１) (２)

技术扩散(德国)

(３) (４)

制度改善

(５) (６)

Degree
０．１２２∗∗∗ ０．１４７∗∗∗ ２．３２４∗∗∗

(０．０４６) (０．０５５) (０．９００)

Str_hole
０．３５０∗ ０．３２１∗ ５．４５６∗∗∗

(０．１８９) (０．１６６) (１．５１０)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国家/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２６８８０ ２６８８０ ２６８８０ ２６８８０ ２６８８０ ２６８８０
R２ ０．１２０ ０．１３０ ０．１３２ ０．１３１ ０．１２７ ０．１１２

　　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促使一国持续对外开放,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进而提升政府效率.高效率的

政府或者良好制度环境可以吸引外商投资,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而低效率的政府或者不好的制度环

境难以完善双边合作机制.值得注意的是,健全的监管、较高的合同执行效率、规范的劳工规则等制

度质量是衡量一国是否具有比较优势的标准[３１].制度质量的改善会完善政府监管、协定执行和投资

保障等相关法规体系,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市场中的“敲竹杠”问题,降低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

性风险,有助于一国形成专业化生产模式,推进相关产业国际化进程[３２],提升一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

中的竞争力,提高参与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和层次,推动 GVC分工地位的提升.另外,价值链高端环

节的资产投资专用性强,这意味着高附加值生产环节对交易成本比较敏感,而制度改善会明显降低交

易成本和潜在风险,为一国参与国际分工提供良好的环境,巩固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促进

其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因此,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可以通过制度改善,助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

位提升,验证了假设４.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复杂社会网络为切入点,构建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中心度和结构洞指标,利用 DESTA数据

库中的贸易协定数据和 ADBＧMRIO投入产出表数据,检验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

位的影响、差异性和内在机制.研究表明:第一,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中心度和结构洞均有利于提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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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在经过替换估计模型和核心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成立.第

二,异质性分析表明,第二代贸易协定网络对一国 GVC分工地位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发达国家签

订自由贸易协定对其 GVC分工地位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对初级产业和制造业

GVC分工地位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第三,机制分析表明,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主要通过技术扩散和

制度改善两个路径提升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首先,积极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优化中国在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中的地

位.近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但是中国在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中的中心度和结构洞

指标与德国、法国等国家有不小的差距.一方面,中国应积极拓展自由贸易协定网络的辐射范围,尝
试逐步深化新议题,加强自身在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中的核心位置,从而发挥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中心度

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中国应积极主动与德国等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较多的国

家加强贸易联系,促进自身与这类核心节点国家在市场资源和信息技术方面的深度对接,推动自由贸

易协定网络结构洞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作用.其次,提升自主创新水平和制度质量,充分发

挥技术扩散和制度改善机制在自由贸易协定网络的 GVC优化效应中的作用.在重视自由贸易协定

差异性的基础上,中国应不断对接高质量、高标准国际贸易投资规则,逐步掌握贸易投资规则的主动

权,促进技术扩散和知识共享,加强区域创新链的合作,培育核心技术优势,加快构建自主研发创新体

系.同时,中国应进一步打造市场化的营商环境,提高政府治理能力,以形成制度型对外开放新格局,
同时,构建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种市场资源,从而更好

地融入价值链分工.

注释:

①PerronＧFrobenius定理指出,对于非负对称矩阵,存在一个具有与最大特征值对应的正实坐标的特征向量,并且该特征向量在
标量乘法的意义上是唯一的.

②本文具体的行业分类如下:(１)农林牧渔业;(２)采矿业;(３)食品、饮料制造和烟草业;(４)纺织品制造业;(５)皮革、鞋类制造业;
(６)木材、软木制品业;(７)造纸、印刷业;(８)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９)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１０)橡胶、塑料制品业;
(１１)非金属矿物制品业;(１２)金属制品业;(１３)机械制造业;(１４)电气和电子机械器材制造业;(１５)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１６)其他制
造业;(１７)电力、煤气和水的生产与供应业;(１８)建筑业;汽车、摩托车的销售、保养和修理;(１９)零售销售的燃料;(２０)批发贸易及佣
金贸易,除汽车及摩托车外;(２１)零售业(不含汽车和摩托车);(２２)住宿与餐饮业;(２３)内陆运输;(２４)水路运输;(２５)航空运输业的
其他配套与辅助业务;(２６)旅行社服务;(２７)邮政与通讯业;(２８)金融业;(２９)房地产业;(３０)租赁与商务服务业;(３１)公共管理和国
防,及社会保障业;(３２)教育;(３３)卫生和社会工作;(３４)其他社区、社会和个人服务;(３５)私人家庭雇佣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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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TradeAgreementNetworkandGlobalValueChain＇sPosition
ZHANGChenxia　LIRonglin

(SchoolofEconomics,NankaiUniversity,Tianjin３０００７１,China)

Abstract:ThispaperconstructsthecentralityandstructuralholeindicatorsofthefreetradeagreeＧ
mentnetwork,andempiricallyexaminestheimpactofthefreetradeagreementnetworkonthepoＧ
sitionofglobalvaluechain(GVC)byusingthebilateraltradeagreementdatabaseofDESTAand
theinputＧoutputtabledatabaseofADBＧMRIOfrom ２００７to２０１９．Theresearchfindsthata
country′sfreetradeagreementnetworkcentralityandstructuralholeshavesignificantlyimproved
theGVC′sposition,andtheaboveconclusionsarestillvalidaftertherobustnesstestsofreplacing
theestimationmodelandcorevariables．TheheterogeneityanalysisshowsthatsigningthesecondＧ
generationtradeagreementshelpstogainmorebenefitsfromtheGVC′spositionpromotioneffect
ofthefreetradeagreementnetwork,whiledevelopingcountriesandtheserviceindustrygetless
benefitsfromit．ThefreetradeagreementnetworkpromotesGVC′spositionofacountrythrough
technologydiffusionandinstitutionalimprovement．Theresearchconclusionsofthispaperprovide
policyenlightenmentforpromotingChina′sparticipationinthefreetradeagreementnetworkand
exploringthepromotionpathoftheGVC′sposition．
Keywords:FreeTradeAgreementNetwork;PositionofGlobalValueChain;TechnologyDiffusion;InstiＧ
tutional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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